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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写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基于实验研究

的实然探讨

■ 牟 怡 蓝剑锋
*

摘要: 性别刻板印象会影响读者对 作 者 与 内 容 的 评 价。基 于 CASA

(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范式，本研究探讨在机器写作领域中，被赋予了

性别的机器作者是否也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一个采用因子设计的

在线实验收集了读者对不同物种、不同性别作者及写作文本的评价。研究

发现性别刻板印象的确存在于大众对机器作者及内容的评价中; 但在具体

类型的文本中，读者对文本质量和作者的评价呈现出物种和性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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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需要性别，她本可以只是一个灰盒子……但是加

入性别后会变得更有趣。”

———电影《机械姬》( Ex Machina)

一、引言

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尽管如钱锺书

所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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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性之外，作者身上包含的种种属性，如道德品质、种族、信仰甚至是性

别，都影响了大众对其作品的评价( 葛岩 等，2013) 。在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

下，即便是同样的文本内容，读者也会根据作者性别给出不同评价。在人机

传播益发普遍的时代，这样的现象是否亦会出现在机器写作的场景中?

让机器人拥有性别似乎是天方夜谭，毕竟性别是人类的生理构造才具

有的特征; 我们无法把铜丝看成男性，把硅晶芯片看作女性。因此有学者认

为，即便是那些看似被赋予性别的人工智能，也只是在进行巴特勒( Butler)

所谓的“性别表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 李思雪，2015) 。机器的性别因

创造者的需要而改变，并不如人类性别一般生来很难变更。性别的随意和

可切换消解了性别之于人类的深远意义，也使机器的性别议题缺乏严肃性。

然而，无论是像《机械姬》这类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主角，还是亚马逊 Alexa、微

软 Cortana、苹果 Siri 等人工智能助手，都无一例外地被开发者赋予了性别。

因为不含性别的客体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往往是不可交流的，我们更希望自

己的交流对象是“他( Him) ”或者“她( Her) ”，却很少与“它( It) ”进行对话

( Hu et al．，2019) 。作为人类交互对象的人工智能在拥有性别符号后，可以

更加成功地融入人际交流的语境。虽然机器人无法真正拥有性别，但为机

器人赋予性别符号，确实能够使其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的交往规则，并提高

用户的接受度( 许丽颖、喻丰，2020) 。

写作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产物，也往往通过名字等方式被

暗示性别。我们无意探讨其应然问题，而是尝试探索当读者面对由算法驱

动的机器男作家或女作家时，性别刻板印象是否还会发生作用的实然问题。

因此，本文基于实验设计对可能存在的机器写作的性别刻板印象展开实证

研究。

二、文献综述

( 一) 机器写作与质量评估

机器写作( Machine Writing) 是指运用算法将数据加工成新闻文本( C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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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2015) 。《洛杉矶时报》自 2007 年起开发了有关凶杀案件报道的内容生

成软件，2011 年开始采用的 Quakebot 机器人则真正实现了文本自动生成，这

标志着机器人能够以独立的作者身份生产内容( 何苑、张洪忠，2018) 。2014

年美联社宣布启用 Automated Insight 公司开发的自动写作软件 Wordsmith 撰

写关于公司财务情况的新闻报道，这让他们每季度的财报数量从 300 篇上升

到4400篇( 金兼斌，2014) 。2015 年后，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开始开发机器

写作引擎，如腾讯的 Dreamwriter、新华社的“快笔小新”、今日头条的 Xi-

aomingbot 等。如今，机器写作引擎已经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广泛采用。

使用机器进行新闻写作，能够提高新闻生产速度、减少技术差错和生产

成本( 喻国明 等，2017) 。在新闻的时效性上，机器新闻写作者将人类作者远

远抛在了身后，机器作者可以帮助媒体更快速、更准确地生产新闻消息。此

外，机器作者可以对海量的碎片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挖掘出以往人力难以

发现的文本价值，再辅以可视化呈现的手段，便能让人们获得“上帝视角”一

般的阅读体验( 喻国明，2015) 。机器写作的这一特性将新闻生产的质量和

数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机器写作势必成为新

闻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前对于机器写作的有关研究多集中在机器生产新闻的发展模式、对

传媒行业的影响等议题上，而对机器自动生成内容的评估略有提及( 牟怡

等，2019) 。机器写作的优势固然显著———能更快速、精确、有效地整合、处

理大数据，但自动生成内容的专业性、可读性以及当中包含的价值判断、道

德水平等依然需要人类读者进行评估。写作机器人本身包含着影响读者评

价的各种因素，诸如机器人的外形、采用的编程技术、应用的平台等。当我

们看到机器作者的外形是一个相貌端正的人类，我们一般会认为“他”创作

的作品要优于一个长方形盒子; 毕竟我们更容易相信一个“人型”机器人可

以像人类一般书写( 刘茜，2020) 。同样，如果该写作引擎研发自知名科技公

司，如微软、谷歌等，基于对品牌原有的信任程度，我们也会更信任写作机器

人的能力( 刘茜，2020) 。除了对机器人新闻生产主体的评价，对机器人新闻

内容的评价则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

评价机器人写作的质量，可以参考传统的新闻质量评价标准。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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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新闻可信度是衡量新闻质量的重要因素，一般可以从信息源、内

容、媒介几个维度进行测量( Chung et al．，2010) 。有学者提到，要想提高内

容的可信度，信息最好来自可靠的权威机构( Briggs et al．，2002) 。也有研究

表明，内容生产者具备更好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的品德对于提高内容可

信度具有正向作用( Mcginnies ＆ Ward，1980) 。

范德卡和克拉默( Van der Kaa ＆ Krahmer，2014) 调查了新闻记者和普通

读者对机器人新闻可信度的评估情况，结果显示人们认为机器人新闻的可

信度与人类撰写的新闻可信度相差无几。这说明不同专业背景的受众难以

区分人工写作新闻和机器写作新闻。但在沃德尔( Waddell，2017) 的研究中，

人们普遍认为机器编写的新闻不如人工编写的新闻可信，新闻写作在很大

程度上仍被视为是“人类的工作”。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既可能是机器新闻

内容客观的短板，也有可能仅仅出自人们对机器作家身份的刻板印象。

克莱瓦尔( Clerwall，2014) 在 2014 年使用桑德尔( Sundar，1999) 的新闻

感知量表探讨了受试者对新闻质量和可信度的感知程度。研究结果显示，

受众认为机器写作的内容更枯燥，也更为客观。爱德华兹( Edwards et al．，

2014) 在关于 Twitter 机器人的实验测试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人类书写的

推文往往被认为更具有吸引力。国内对机器新闻的态度调查呈现出相似的

结果。2016 年腾讯的一项调查显示，41．6%的用户认为机器缺少新闻判断

力，39%的用户认为机器缺少人情味; 而多达 76．4%的自媒体人担忧机器写

作面临缺乏情感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彭兰，2016) 。许向东等人( 2017) 认为

自动化新闻虽然加快了新闻生产速度、拓宽了新闻报道范围、提高了稿件的

准确性，但也面临着报道主题和题材有限制、可读性低、语言枯燥乏味等

问题。

在算法渗透进生活各个角落的今天，机器人写作在新闻伦理、新闻价值

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新闻专业主义也要求新闻生产者不断提高专业

水平，这使机器写作被放置在更严格的评估环境中。要改进机器写作，我们

必须对机器人作者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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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性别刻板印象与写作

性别刻板印象( gender stereotype) 是人们广泛接受的对男性和女性的固

定看法( Waddell，2017) 。人们通常认为男性特质包括积极、果断、独立和进

攻性; 女性特质则包含善良、同情、关心他人等( Heilman，2010) 。社会中的

性别刻板印象不仅认为两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更倾向于认为男性具

有更多优势。有学者调查了 100 位被试者的性别刻板印象，发现在内隐层

面，无论男女，都倾向于给男性以更加正面的评价，给女性以更为负面的评

价( 徐大真，2003) 。也有学者调查了 380 位中国大学生的性别刻板印象，结

果显示大学生多认为男性在思维、能力、工作上超过女性，更加坚强、能干;

而女性在情感性的项目上超过男性，如善解人意、重感情，因此显得更为被

动、顺从( 钱铭怡 等，1999) 。不仅中国语境下的性别刻板印象如此，美国学

者鲁宾等人( Ｒubin et al．，1974) 对几对新生儿父母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女

孩父母往往对孩子的评价更为正面，认为女孩更加温柔、可爱。性别刻板印

象跨越了地域、种族、信仰和文化，足以显示它多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

的认知。

按照此前性别和语言使用关联的研究结论，关于男性和女性语言使用

的解释框架可以分为两类: 支配论和差异论。支配论认为语言的差异可能

是男性主导和女性从属的历史带来的结果( Fishman，1978; Ｒobin，1973) 。而

差异论则认为男性和女性属于不同的亚文化，因此语言的差异来自文化的

差异( Coates，2014) 。语言使用的差异在罗宾( Ｒobin，1973) 此前的口语研究

中得到了证实，其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倾向于在陈述句中频繁使用强调词、

限定词、空洞的形容词。性别刻板印象不仅存在于语言使用的习惯和方式，

甚至在声音选择上也存在不同性别的偏好。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新闻客

户端只提供一种性别的声音，而大部分新闻客户端也呈现出“男声用于硬新

闻，女声用于软新闻”的偏向( 黄雅兰，2021) 。在商场、地铁和机场等服务消

费场景中，也往往使用女声进行播报。女性作为服务角色的刻板印象已经

深入到社会共识中。

2002 年，科佩尔( Koppel，2003) 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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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不同性别作者作品的关键词。结果显示男性作者更倾向于讨论实物

( objects) ，并较多地使用限定词( 如 a，the，that) 和量词( 如一，二，更多) ; 而

女性作者更倾向于讨论关系( relationships) ，且更喜欢使用代词( 如你，我，

他，她们的) 。赖( Lai，2009) 收集了部分书籍和博客文本，并创建了一个识

别和区分男性和女性语言使用的算法，分析结果显示，男性作者更常使用分

号，女性作者更喜欢使用具有情感表现力的感叹号。哈姆丹( Hamdan，2013)

针对人们能否感知阿拉伯语言中不同性别作家语言风格的差异进行了一项

调查。研究结果支持了特定的男性或女性写作风格的存在。上述研究结论

证实了作家性别确实会影响其遣词造句的习惯和偏好。

写作是一项基于社会认知和社会体验的创造性工作，写作行为要求写

作者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经历。社会文化催生了语言的性别差异，而不同

社会文化中的作者自然会在作品中折射出根据其性别角度的社会认知( 兰

玉，2007) 。也正因此，无论是从作者写作角度还是读者认知角度，性别刻板

印象都产生了影响。

( 三) 机器人性别与机器的刻板印象

性别符号是身体符号最为强势的特征。如弗洛伊德( Freud) 所言: “当

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做的第一个区分是‘男人’或‘女人’。”尽管机器人是

否应该拥有性别特征广受争议，但机器人作为人类生命的仿制品，其身体也

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的符号或暗示。在科幻电影中，机器人往往以加强的

性别符号出现在观众面前，或是强健的体格，或是完美的身材。在人机交互

的关系上，为机器设定性别，可以让人与机器人在更原始的语境和立场上进

行对话，也能更大程度还原真实的交流。无论机器人是否具有实体，都可以

发现其身上的性别符号。微软小冰的设定是一位 18 岁的少女; 亚马逊 Alexa

的名字则来自电影《星际迷航》中一位身材诱人的女性助手; 小米则为其开

发的智能语音助手小爱同学设定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声音，以满足用户

的多样化需求。性别似乎已经成为机器人必不可少的特征。

卡彭特( Carpenter) 团队是最早进行机器人性别研究的团队之一，他们

探索了人们对家用仿人机器人的期望，发现被试者更喜欢女性机器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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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活( Julie et al．，2009) 。2019 年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人工智能与性别: 对于未来研究的四项建议》提到，类人外表的机器人所包

含的声音、形象和行为都在模仿并强化着社会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黄雅兰，

2021) 。也 有 学 者 就 机 器 人 性 别 感 知 问 题 进 行 过 研 究，如 野 村 和 高 木

( Nomura ＆ Takagi，2012) 测试了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如何感知机器人性别。

他们仅仅使用姓名来控制机器人性别，并对来自自然科学教育背景和人文

科学教育背景的受试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自然科学教育背景的受试者认

为男性机器人表现出更果断的特质，而女性机器人在两组被试中没有被感

知出明显的区别。

除了机器人性别本身的意义问题外，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不同性别的

人群对不同性别的机器人的偏好同样值得关注。西格尔等人( Siegel et al．，

2009) 曾进行过一项实验，在互动后一个机器人要求参与者捐款并填写一份

问卷; 机器人的性别由声音控制。结果显示，男性受试者认为女性机器人比

男性机器人更可信，而女性受试者的结果则相反。野 村 ( Nomura et al．，

2008) 在日本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238 名参与者中，女性在和机器人互

动时，表现得更为消极。库钦布兰特等人( Kuchenbrandt ＆ Markus，2014) 在

一项人机协作实验中，让不同性别的参与者与带有不同性别特征的机器人

组队完成任务，结果显示无论机器人性别如何，女性参与者完成任务的速度

更快，而男性参与者在与男性机器人搭档时，完成任务效率更高。这些研究

结果显示，在对机器人的性别问题上，机器人的性别不同、实验参与者的性

别不同，人们对机器人的态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人机传播领域，许多研究聚焦于人们是否会将自己的职业特征和对

性别的刻板印象转移到特定性别的机器人上。在埃塞尔和黑格尔( Eyssel ＆

Hegel，2012) 的研究中，人们认为带有典型男性外貌的机器人更适合执行男

性任务，而装饰着长头发的机器人则被认为更适合执行女性化的任务。泰

( Tay et al．，2014) 等人对职业刻板印象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埃塞尔等人的发

现。在泰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语言暗示( 主要通过声音) 和典型的名字操

纵机器人的性别。参与者与机器人互动后表示，女性机器人更适合在医疗

场景从业( 这往往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职业) ，男性机器人则更应该从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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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领域相关工作( 这被认为是刻板的男性职业) 。克劳斯( Kraus，2018) 对机

器人作者的外显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机器人

被认为更值得信赖，女性机器人则被认为更可爱。

( 四) CASA 范式与机器写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1994 年，来自斯坦福的学者纳斯等人( Nass et al．，1994) 提出“计算机为

社会行动者”(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简称 CASA) 范式，指明人机交互

本质上是社会性的。1996 年，李维斯和纳斯 ( Ｒeeves ＆ Nass，1996 ) 基于

CASA 范式提出“媒体等同理论”( Media Equation Theory) 。他们的研究发现

人们会将人类社会中的交往规则应用到人机交互当中，其中不仅包含“礼

仪”“关心”等情感，还包含“性别刻板印象”等观念。男性声音的计算机被

认为更具有说服力，而女性声音的机器人则被描述为一个更擅长“爱”和“人

际关系”的老师形象。

在纳斯等人的研究中，人类能被机器礼貌奉承的话语所影响，就像被来

自人类的话语所影响一样( Nass et al．，1995) 。因此，媒体等同理论提出人们

会像对待真人一样对待媒体技术。这一思想为媒体技术赋予了“人性”，使

媒体技术突破了原有的工具论和客体论局限，将媒体技术的地位带到了新

的高度。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作为媒体的机器人可以将媒体内容以更人

性化的方式展示出来，通过文字、画面、声音，甚至是人性外表传达出动作、

暗示的眼神、神秘的微笑等，这使人类受众从心理上将机器看作是与人类相

当的交往对象，此种交往过程有学者认为是无意识的“主体间”交往( 梅琼

林、张晓，2006) 。

在 CASA 范式的指导下，机器从以往被动设置的客体，变为能够主动产

生刺激作用的研究对象，这也打开了人机传播的研究思路。如有学者基于

CASA 范式，对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的个性( personality) 展开研究。通过“绿野

仙踪法”实验发现，智能语音助手与用户之间存在个性的“相似吸引效应”，

即人机交互双方个性相似时，用户对语音助手的社交信任感更高( 王鑫蓉、

王玫，2022) 。也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基于艾森克人格问卷(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对社交机器人微软小冰的人格进行测量。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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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微软小冰在与人类对话的过程中折射出了可测量的人格面，且表现出外

向、好交际、易冲动、渴望刺激的人格特点( 韩秀，2021) 。

人类在把机器作为等同于人类的交互对象时，不自觉地会代入各种人

际交往的观念、习惯和偏见。以文字内容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为例，有学者发

现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所含的性别偏见不同。当涉及财经、体育、政治以及

一些专业性话题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尤其突出( Flaounas et al．，2013) 。

既然性别刻板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且在内容生产领域影响着读者

对作者以及内容质量的评价，那么根据 CASA 范式，在机器写作中，机器作者

的性别暗示亦会引发类似的刻板印象反应。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读者对人类作者的性别刻板印象会延伸到机器作者身上，即当机器

作者被设定为男性时得到的作品内容质量的评价会异于女性，且两者间的

优劣程度与人类刻板印象中一致。

H2: 读者对人类作者的性别刻板印象会延伸到机器作者身上，即当机器

作者被设定为男性时得到的作者专业度的评价会异于女性，且两者间的优

劣程度与人类刻板印象中一致。

机器性别的设定中存在非男非女的中性选项，这个性别设定是否会引

发不一样的评价? 同时根据前文综述，读者的性别也会影响其性别刻板印

象感知。就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ＲQ1: 当机器作者为中性性别时，作品所受到的( a) 内容质量和( b) 专业

度评价与其设定为男性或女性时是否存在差异?

ＲQ2: 受试者的性别是否会影响机器写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过程与实验素材

为了验证提出的假设和回答研究问题，本研究进行了 2×3 因子设计在

线实验。其中第一个自变量为作者物种属性，即人或是机器人; 第二个自变

量为作者性别，通常来说即男性或者女性; 然而对机器人而言，中性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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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选项，因此添加此选项。鉴于人类的中性性别并不常见，故在人类作

者中仅存在男性或女性。因此，实验存在五组实验组别。同时，本研究也考

察受试者性别的影响，但是该自变量不被操纵。在每组实验中，受试者首先

阅读一篇含有作者物种身份及性别信息的文字内容，然后让他们填写相应

问卷，对所阅读的材料进行评价; 最后依据研究伦理，告知受试者真实的实

验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人类基于文字的性别刻板印象是否会延伸至机器

写作上，因此首先找到带有人类性别刻板印象的文字内容至关重要。为此，

本研究尝试了三个常见的可能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话题: 两性情感、家庭理

财和信息技术。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更擅长情感话题和家政话题，而男性更

擅长技术话题。根据网上常见的情感建议、家庭理财建议和网络信息安全

建议写作套路，笔者针对三个话题各改写出一篇建议性文章。为了排除可

能的混淆变量，每篇文章统一有 715 字左右，其中列举出四条可行建议。例

如，在《数据安全专家的四个隐私保护建议》一文中，列举出包括“设置浏览

器关闭时自动清除 cookie”在内的四项在上网浏览的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安

全的建议。

针对每篇文章，我们首先进行了人类性别刻板印象的测试( 见下文) ，即

同样的文字内容，却告知不同的作者身份，一个是女性作者，另一个是男性

作者。前者采用了典型的女性名字，后者则是典型的男性名字。为了强化

性别特征，还采用了常见的作者画像方式，通过一个略带写实风格的头像显

示作者的性别。通过刻板印象有效性检验的文字内容即被采用为实验

素材。

在机器写作的三组里，机器人身份与性别亦被名字标明。为了避免诸

如“小明”这样的中文名字带来的性别模棱两可性，笔者特地选取了英文中

具有明确性别信息的名字。“Emma 机器人”“Mike 机器人”和“Star 机器人”

分别代表女性机器人、男性机器人和中性机器人。同时辅以带有明显性别

特征的外貌形象，以此强化性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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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样本

为了保证样本数据具有足够的效力，实验开始前我们首先进行了效力

分析( power analysis) 。从文献中获取最接近的效应值( effect size d) 为 0．32

( Swim ＆ Janet，1994) 。采用 G* Power 3．1( Faul et al．，2009) 计算，当显著度

为 0．05，效力为 80%时，要求总样本量至少为 168。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选取实验对象并完成线上实验。研

究采用了问卷星的样本服务，从该调查平台的抽样框( sampling frame) 中抽

取受试者并随机分配到 10 组中的 1 组。每组平均约有 45 名实验参与者，共

计 451 人。在排除了无效问卷和未能通过操作检验的问卷后，总共 392 份有

效问卷进入了最终的数据分析，每组人数为 36 人到 44 人不等，平均为 39

人，保证了样本数据具有足够的效力。

在 392 份有效问卷中，48．2%( 189 人) 来自男性，51．8% ( 203 人) 来自女

性。受试者的年龄为 18 岁到 65 岁，平均年龄为 29．15 岁( SD = 6．73) 。学历

覆盖从高中以下到研究生或以上，大部分( 74．5%) 受试者拥有大学本科学

历。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则相对均匀分布: 17．9%的受访者税前月收入在 0—

3500 元之 间，19． 4% 的 受 访 者 在 3501—6000 元 之 间，31． 4% 的 受 访 者 在

6001—9000 元之间，17．9%的受访者在 9001—12 000元之间，13．5%的受访者

在12 001元以上。从未或基本没有接触过机器写作内容的人并不多，只占总

人数的 6．1%( 24 人) ; 偶尔接触的人占 38．8% ( 152 人) ; 有时接触的人占 41．

1%( 161 人) ; 经常接触的人占 12．8% ( 50 人) ; 而 5 人( 1．3%) 则总是接触到

机器写作内容。这说明机器写作的流行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是已经

为不少人所知。

( 三) 变量测量

主 要 因 变 量 的 测 量 量 表 来 自 英 文 文 献，并 通 过 反 向 翻 译 ( back

translation) 的方法翻译成中文以保证其准确性。所有变量均使用 5 级量表

进行测量。其中，对感知的内容质量测量借鉴桑德尔( Sundar，1999) 的测试

量表，8 个问项间的信度克伦巴赫系数 α= ．70。作者的专业度评价借鉴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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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Van der Kaa) 和克拉默( Krahmer) 的 5 个问项，其信度克伦巴赫系数 α

= ．66。

控制变量包括对 AI 的态度、性别刻板印象感知和机器写作内容接触频

率。将阿杰恩( Ajzen，1991) 的态度量表根据研究语境进行改写得到对 AI 态

度的语意差异量表(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5 个问项间的信度克伦巴赫

系数 α= ．72。感知到的性别刻板印象通过 3 个自建问题来测量，包括“一般

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家庭理财”，“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在处理情感问

题上更具有优势”和“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擅长技术领域的工作”，其信

度克伦巴赫系数 α = ．71。机器写作内容接触频率通过单一问项“你阅读到

机器写作内容的频率”来测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受试者的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收入等常规测量项目。

( 四) 操纵检验

为了保证实验操纵的有效性，除了问卷星平台自带的注意力检验外，本

研究还进行了操纵检验。受试者在进行评价之前被要求回忆“你刚才阅读

的内容的作者是谁”。那些未能选择正确答案的受试者问卷被剔除掉。

四、分析结果

( 一) 实验素材有效性检验

在主题分别为两性情感、家庭理财和信息技术的文字内容中，情感建议

一文中并未出现预期的性别刻板效应，女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量( M= 3．98，

SD= 0．67) 与男性作者的内容质量( M = 3．89，SD = 0．43) 并无显著性差异: t

( 78) = 0．72，p = 0．48; 而女性作者的专业度( M= 4．07，SD = 0．74) 亦与男性作

者( M=4．06，SD= 0．53) 无异: t( 78) = 0．07，p = 0．95。因此，情感建议一文被

排除在实验素材之外。

对家庭理财建议一文，人类作者的性别具有显著性的差异，也即: 女性

作者写作的内容质量( M=4．09，SD = 0．45) 显著高于男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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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M=3．85，SD= 0．58) : t( 76) = 2．10，p = 0．039。而女性作者的专业度( M=

4．05，SD= 0．45) 亦边缘显著高于男性作者的专业度( M = 3．86，SD = 0．43) : t

( 76) = 1．88，p= 0．064。这说明，家庭理财建议这一话题确实带有传统认知上

的女优于男的性别刻板印象，因此作为后续实验素材使用。

而对网络信息安全建议一文，人类作者的性别亦带来显著性的差异，也

即: 女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量( M=4．05，SD= 0．42) 显著高于男性作者写作的

内容质量( M=3．82，SD= 0．53) : t( 82) = 2．18，p = 0．032。但女性作者的专业

度( M= 4．22，SD = 0．54) 与男性作者的专业度( M = 4．18，SD = 0．43 ) 无异:

t( 82) = 0．40，p= 0．69。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信息安全建议一文中体现的性别

刻板印象与传统认知相反，并非男性比女性更擅长这两个话题。然而本文

的目的并非验证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是否成立，而是考察这些刻板印象是

否在机器写作中依然成立，因此该文也被用作后续实验素材。

( 二) 主效应分析

表 1 不同作者类别下的感知内容质量和专业度

女·机 男·机 中性·机 女·人 男·人

【家庭理财建议】

内容质量 3．90( 0．38) ab 3．85( 0．45) b 4．01( 0．37) ab 4．09( 0．45) a 3．85( 0．55) b

专业度 3．95( 0．45) ab 3．85( 0．47) b# 3．74( 0．44) b 4．05( 0．45) a 3．86( 0．43) b#

【信息安全技术建议】

内容质量 3．92( 0．53) ab 4．02( 0．39) a# 3．97( 0．51) ab 4．05( 0．42) a 3．82( 0．53) b

专业度 4．26( 0．39) 4．13( 0．52) 4．22( 0．50) 4．22( 0．54) 4．18( 0．43)

注: 数值为平均值( 括号内为标准方差) ; a /b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边缘显著性差异。

二元协方差分析( Two－way analyses of covariance) 结果显示( 见表 1) ，在

控制对 AI 的态度、性别刻板印象感知和机器写作内容接触频率 3 个控制变

量后，在家庭理财建议素材的刺激下，出现显著的性别主效应: 对内容质量

而言，F( 2，187) = 3．23，p= 0．042。女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量( M=3．99，SD= 0．

42) 、中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量( M=4．01，SD= 0．37) 和男性作者写作的内容质

量( M = 3． 85，SD = 0． 50 )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事 后 LSD ( Least －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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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检验显示前两者显著高于后者。而对专业度而言，F( 2，187) = 3．

67，p=0．027。女性作者的专业度( M = 4．00，SD = 0．45) 、男性作者的专业度

( M=3．86，SD= 0．44) 和中性作者写作的专业度( M= 3．74，SD = 0．44) 存在显

著性差异; 事后 LSD 检验显示前者显著高于后两者。然而，物种并不存在显

著的主效应: 对内容质量而言，F( 1，188) = 1．65，p = 0．20; 对专业度而言，F

( 1，188) = 0．60，p= 0．44。

在信息安全技术建议素材的刺激之下，物种并不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对

内容质量而言，F( 1，200) = 0．21，p= 0．65; 对专业度而言，F( 1，200) = 0．001，p

= 0．98。性别亦不存在显著的主效应: 对内容质量而言，F( 2，199) = 0．33，p=

0．73; 对专业度而言，F( 2，199) = 0．72，p= 0．49。

就 ＲQ2 而言，不同性别的受试者在阅读家庭理财建议后并不会产生不

同的认知: 对感知质量 t( 188) = 0．49，p = 0．63; 对专业度 t( 188) = －0．17，p=

0．83。而不同性别的受试者在阅读网络安全建议后感知的内容质量并无差

异: t( 200) = 0．52，p=0．61; 但男性受试者对专业度的评价( M= 4．27，SD= 0．49)

高于女性受试者的评价( M=4．13，SD=0．45) : t( 200) = 2．06，p=0．04。

( 三) 交互效应分析

在家庭理财建议素材的刺激下，物种与性别对于内容质量和专业度评价

不存在显著的二元交互效应: 对内容质量而言，F( 1，188) = 1．66，p = 0．19; 对专

业度而言，F( 1，188) = 0．33，p= 0．57。然而，在信息安全技术建议素材的刺激

之下，物种与性别对内容质量而言存在显著的二元交互效应: F( 1，200) = 5．

03，p= 0．03; 不过对专业度的交互效应却不显著: F ( 1，200) = 0．36，p = 0．55

( 见图 1) 。换言之，同样是女性，人写作的内容质量显著高于机器人写作的

内容质量; 而是男性时，人写作的内容质量则显著低于机器人写作的内容质

量。综上，H1 和 H2 均部分成立。

就 ＲQ1 而言，机器人的中性性别并不会总带来显著影响; 只有在家庭理

财建议中，中性机器人的写作质量高于男性机器人，但专业度却低于女性机

器人。针对 ＲQ2，受试者性别与其他两个自变量( 作者物种与性别) 并无任

何显著性二元和三元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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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安全建议中物种与性别的二元交互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1950 年，艾伦·图灵( Alan Turing) 在《计算机与智能》( “Computing Ma-

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这篇论文中对计算机的思考能力进行了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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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著名的“图灵测试”( The Turing Test) 。测试的具体内容是让一个人和一

台机器躲在幕后，测试者分别向两个对象提问，借此分辨出机器人和人类。

经过多轮测试后，如果机器使每个参与者平均误判率超过 30%，则认为该机

器通过了测试。如今，图灵测试也被认为是测试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代表

性方法。自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至今，尽管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和“弱人工智能”( weak AI) 的边界

开始变得模糊，但从人机协作、辅助生成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写作机器人依

然属于弱人工智能的范畴( 莫宏伟，2018) 。为了让机器生成的内容被更多

人接受，研究者应该考虑提升写作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和仿真程度，比如提升

算法水平，使其生成的内容更生动，或者赋予其社会身份和性别，让写作机

器人更贴近人类作者的方方面面。

在机器写作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设计写作机器人成为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聚焦于机器写作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通

过实验研究检验了大众对机器作者的性别刻板印象，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文

本内容分别讨论。结果显示，性别刻板印象确实存在于机器作者身上: 尽管

有违普遍的直觉，但在评价文本内容的过程中，人们真的会像评价真人一样

基于性别评价机器作者。物种和性别的交互效应生动地体现性别在机器作

者身上的作用，尽管这样的反映并不完全复制了人类写作中的性别刻板印

象模式。

研究发现，在信息安全建议文本测试组中，物种和性别对写作内容的质

量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同为人类时，女性作者质量评价高于男性; 然而同

为机器时，作品质量的评价为男性最高，中性其次，女性最低。由此可见，对

于信息安全技术这类文本，人类世界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机器作者身上发

生了逆转。当作者物种从人类变为机器，读者的选择也从女性转为男性，即

人们对人类作者的性别刻板印象确实同样存在于机器作者身上，且当机器

作者被设定为男性时，作品质量获得了更高的评价。

在控制了对 AI 态度、性别刻板印象感知以及机器写作内容接触频率三

个变量后，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家庭理财和信息安全技术两类内容，受试者

均认为女性作者创作的文本质量更佳。在信息安全技术领域，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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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性别刻板印象相反，因为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专业学习人数都呈现

典型的“男多女少”。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才能被行业和大众认可，得以进入这一领域。因此在考虑到诸多潜在的

社会因素和投入的努力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该领域的女性作者能力更强。

此外，单就作者性别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作为更仔细、更认真的角色，能

够更好地生产出高质量、易读的文本内容。女性在写作过程中，更多地使用

比喻等修辞手法，用更为感性和通俗的语言，使文本的可读性大大提升，这

样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带着这样的刻板印象，人们往往会认为

女性作者创作的内容质量更高，倾向于给女性作者文本质量更高的评价。

因此，人类女性作者的文本质量在所有组别中得分最高。

但对机器作者而言，读者并不会考虑太多社会因素。机器作者相较于

人类作者，身份背景被简化了许多。人们不太愿意相信电脑前的这个机器

作者是背负了家庭责任和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经过重重考核选

拔最终成为“专家”的。这里被赋予性别的机器作者身上携带的更多是普遍

意义上人们对性别的认知。因此，基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尤其是像信息

技术安全这样传统的技术、理工类专业领域，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卷土

重来，对于内容质量的评价，男性机器作者便高于女性机器作者。基于

CASA 范式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机器生成内容呈现出的性别刻板印

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性别刻板印象这一现象本身确实存在。从人们对女

性作者的偏好，到对物种和性别显著的二元交互效应，不难发现当机器作者

被赋予性别后，人们便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地评价性别或者评价机器作者，

而是兼有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对机器作者身份的评价。

研究同样显示，无论是人类作者还是机器作者，受试者均对其专业度评

价没有显著差异，这呼应了前人的研究———范德卡和克拉默( 2014) 的研究

显示，普通大众无法区分人类作者和机器作者创作内容的可信度与专业度。

机器写作的专业度更多取决于文本本身，性别影响甚微。而本研究的结果

显示，性别、物种都没有显著影响读者对专业度的评价，因此我们认为在

CASA 范式下，为机器赋予性别，使人们容易产生对内容“质量好坏”的评价

差异。这种影响更多是带给读者主观上的体验。当涉及作者专业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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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读者会更关注文字本身，而忽略作者的因素。

为机器人赋予性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日渐得到默认的选项。

在 CASA 范式的视角下，我们不仅会像对待真人作者一样对待机器，评价其

生产内容的质量，还会将机器作者的性别纳入考量，尽管这样的性别设计往

往非常简单。这为人工智能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在设计人工智能程序

时，将人们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考虑在内，也许就能放大用户对人工智能的

需求，或者减少用户的负面评价。对于用户而言，意识到人工智能拥有性

别，亦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人工智能的社会参与

度，赋予人工智能更多人性和人格。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采用的测量性别刻板印象的量表

主要来自英文文献，因此量表中对性别的描述和数据的收集标准主要基于

西方文化中的性别认知。但研究样本均来自中国大陆。文化间的差异可能

会影响人们对性别的认知和评价标准，造成量表结果的偏差，一个直观的结

果是量表信度尽管已达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并不太高。其次，研究选取

的家庭理财、信息技术安全等主题的文本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

两类特定主题的文本不能代表读者对所有类别机器生成内容的评价; 而且

本研究中采用的单一素材不仅可能会造成外在效度的降低，使其结果不具

有太大的可推广性，还有可能造成假设检验中的第一类错误的产生，即观察

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处理效应。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加入更多类型的文

本，并在同种类型中增加更多的实验材料，以消除单一材料设计引起的不稳

定性。最后，本研究在中国内地进行，不得不将中国社会中关于性别的刻板

印象和传统的雄性文化因素纳入考量。相信如果此研究在其他有着不同性

别刻板印象的文化中进行( 例如女性偏向文化下的北欧社会) ，结果会呈现

很大的差异。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之一。

总而言之，探讨人机关系中的性别议题，既是性别研究的横向延伸，也

是人机研究的纵向扩展。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这个对象时，使用的代词

从“它”变为“他、她”，人工智能可能拥有更多的机会，与人类共同进入人机

协同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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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Stereotypes in Perceiving Machine－Written Content: Empirical Ev-

idence Based 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Mou Yi，Lan Jianfeng

Abstract: Gender stereotypes can influence people’s assessments on writers

and content quality．Based on the CASA paradigm，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AI －writers with different gender labels are affected by the gender

stereotypes．An online experiment with factorial design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people’s evaluations on the content quality and expertise of the write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gender stereotypes do exist in people’s assessments on AI－

writers and content quality． But for specific contexts，readers’appraisals of the

quality of the content and expertise of the writer vary based on the writers’

species and genders．

Keywords: machine writing; gender stereotype; robot gender; CASA

paradigm;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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